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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77一．1979年北京出版界
拨乱反正纪事 ，

口方厚枢

1976年10月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

动乱从此结束。北京出版界同全国一样，开展了揭批“四人

帮”的高潮，同时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，使“文化大革命”造

成的严重“书荒”现象初步得到缓解。1978年12月党的十一

届三中全会后，20年来出版系统的面貌有了极大的变化。北

京地区的出版社从1976年的41家发展到1997年的214家

(均不包括副牌出版社)，每年出版的图书从1976年的3929种

发展到1997年的45，714种。面对今天北京图书市场上琳琅满

目的繁荣景象，人们很难想象20年前北京出版界开始拨乱反

正时的艰难状况。现把1977、1978、1979三年中出版界发生

的往事撷取十件，以飨读者。

一、揭批“四人帮"对出版工作的干扰破坏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北京出版界掀起了揭批“四人帮”的

高潮。除了各单位通过小组会、大会进行揭批外，国家出版局

还进行多次调查研究和召开座谈会，揭批“四人帮”煽动打倒

一切、怀疑一切的极左思潮严重破坏出版事业的罪行。揭出的

主要问题，可以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：(1)片面强调出书要
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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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配合当前”，完全“跟着运动转”。运动一来，大家抢着配合；

情况一变，撕页、换页、挖改、停售，忙得团团转，在政治

土、经济上都造成很大损失。(2)反对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

鸣”方针，大搞文化专制主义。(3)歪曲“古为今用”，“洋为

中用”，大搞“古为帮用”，“洋为帮用”。(4)把工农兵和专业

工作者“三结合”写书、编书绝对化，弄虚作假。(5)“四人

帮”全盘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前17年的出版队伍，编辑出版

队伍受到严重破坏。(6)无政府主义泛滥，破坏了合理的出版

规章制度。(7)破坏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。在“四人帮”的影

响下，有的出版社几个“闹而优则仕”的人伸手向党要官要‘

权，由于他们的干扰，党委会经常开成“协商会”，有时简直

象联合国的“安理会”，荒谬地强调个人对党的决议要有所谓

“否决权”。有家出版社的一个支部负责人公然组织群众批判编

辑工作的“三审制”，说它是“修正主义一长制的复活”。一位

出版社领导对一部小说中对老干部的描写提出不同看法时，被

攻击成“包庇走资派”，是“生活中的走资派包庇作品中的走

资派”，并以此为借I：1竭力反对党委对出书的领导。在“四人

帮”乱批所谓“唯生产力论”的影响下，出版社党委不敢理直

气壮地抓出书，大大削弱了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。

二、批判“四人帮”横加给出版界的“两个估计”

1971年国务院委托出版口领导小组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

座谈会，张春桥、姚文元直接插手，对抗周总理，把他们炮制

的关于出版战线的“两个估计”塞进了会议的报告。他们胡说

“文化大革命”前17年来出版战线是“反革命专政”，是“资

产阶级及其代理人”“篡夺了”“出版界的领导权”；出版战线

“大多数”知识分子的世界观“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”，也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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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说，都是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、“臭老九”。

1977年5月，中央决定调王匡同志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，

随后被正式任命为国家出版局党组书记、局长。这时，党的十

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，“两个凡是”还束缚着广大干部(正

式文件上还有“巩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提法)。王

匡同志到职后，通过调查研究，认为要纠正出版工作“左”的

影响，分清路线是非，扭转出版工作窒息、萧条的局面，一定

要批判、推倒写入中共中央1971年43号文件中的关于出版界

的“两个估计”。而这份中央文件是周总理主持召开的1971年

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，又是毛主席批示同意颁发

的。当时囿于“两个凡是”，对毛主席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虽

多有议论却难以正式提出讨论，而要批判“两个估计”，又必

须同周总理区分开。在王匡同志亲自领导下，出版局经查阅有

关档案资料，查清了“两个估计”是张春桥、姚文元对抗周总

理指示写入1971年中央43号文件的。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，

国家出版局于1977年12月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，王匡同

志在报告中着重揭发批判了“四人帮”炮制“两个估计”的反

革命阴谋。正像事前预计的那样，会上也有不同意见，说这样

做是否批了毛主席?会后就有人把这件事向上面报告了。当时

中央分管文化出版工作的负责人曾过问此事。王匡决定以《出

版工作情况反映》(增刊)向中央有关领导申诉，说明会议一

开始，我们就明确表示要集中批判“四人帮”塞进文件中的

“两个估计”，而不涉及整个文件。这次批判产生的余波才算平

息。可是，由于当时思想僵化，“个人迷信”盛行，人心思变

而又步履艰难。但由于这次批判没有同毛泽东发动“文化大革

命”的“左”的错误路线联系起来，因而是不彻底的。只有到

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“两个凡是”，重新确定解放思想、

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，才将“两个估计”彻底推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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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：一是落实人的

政策，为被打倒和错误处理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锗

案，重新安排工作，他们中很多人成为新时期出版工作的领导

力量和业务骨干；二是落实书的政策，把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

打成“封资修毒草”的一大批图书解放出来，重新出版。正是

由于在这两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态度和正确的政策，才能在短时

间内改变了“文化大革命”造成的严重“书荒”局面。

三、缓解“书荒”第一声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全国被封存停售的图书，据国务

院出版口1971年初调查估计有5．76亿册，仅新华书店北京发

行所封存的就有7870余种共约800余万册。

1978年初，北京、上海的部分出版社少量重印了几种

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出版的文艺书籍。2月23日，北京市新华书

店开始在全市各主要门市部同时发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

《家》、《一千零一夜》、《希腊神话和传说》及《哈姆雷特》四

种书。这天一清早，就有许多读者闻讯赶到书店门前排队，前

f1I-I市部的购书队伍一直排到廊房二条。读者听说到书数量很

少，就蜂涌挤进书店。队伍顿时大乱，不得不临时请警察、民

兵来协助维持秩序。在王府井门市部早9时开门营业时，购书

队伍已排了一千多人。’不到-d,时就发行《一千零一夜》1400

册。在很短时间内，各门市部就将四种书全部售完。新华书店

总店迅速将这一情况和广大读者渴求多出书、快出书的愿望向

上级汇报。

国家出版局对此事十分重视，2月27日召开办公会议作

了专门讨论。王匡同志说：“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，一定要抓

好。要以新的工作方法干这件事。”会议决定，迅速组织力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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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印一批中外文学作品，并于五一节集中投放市场。3月初，

国家出版局召集北京、上海等13个省市出版局和中央级部分

出版社负责人开会，安排落实35种中外文学作品重印工作，

计划每种印40万至50万册，由13个省、市分工赶印，按计

划于5月1日在大中城市同时发行。重点保证北京、上海、广

州三个城市，并确定这批图书门市零售数占70％、集体分配

供应占30％的比例。

当时面临最大的困难是纸张紧张，要马上拿出7000吨纸

来印这批书，一时很难解决。．这时纸库中存有准备印《毛泽东

全集》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六卷的一批专用储备纸，在当时那

种情况下，《毛泽东全集》还能不能出，六卷何时能出；不能

出的话，这批纸能不能先借用?这可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事。王

匡同志连夜赶到中南海，向中央主管文化出版工作的负责同志

说明需纸的紧迫情况，要求借用专用储备纸。经同意后，才解

决了重印35种中外文学作品的纸张问题。①

从5月1日开始，35种中外文学作品在全国各大中城市

集中发行，立即引起了很大轰动。北京全市城近郊区60多个

新华书店门市部，成为节日期间最吸引人、最繁忙的地方。王

府井门市部在4月30日夜就有近400人彻夜在门外排队等候，

到5月1日7时半猛增至二三千人，8时半开门营业时，排队

的读者增至四五千人。西单、前门等书店门市部情况也是如

此。很多读者“五一”节就是在书店度过的。从5月1日至3

■

①王匡同志在国家出版局任职一年多内，对清查“四人帮”及其

在出版局的影响、批判“两个估计”、解决“书荒”、恢复稿酬制度、领

导和策划新版《鲁迅全集》的注释和出版等做出几项重要决策，他后来

曾对宋木文同志谈到当时的心情时说：“看到出版界的同志那么压抑，

出版事业那么萧条，我宁愿再一次被打倒也要这样做，也许有人要打倒

我的时候我已经去见马克思了。”(见《宋木文出版文集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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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仅王府井门市部发行的这批文学作品就达10多万册

(部)。全市这三天零售发行近30个品种共30多万册。在这样

短的时间，发行的文艺书品种如此之多，在图书发行史上是前

所未有的。
‘

四、缓解出版工作中的突出矛盾——．纸张紧张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由于教育工作的恢复，发展新出和恢

复出版的报、刊、图书日渐增多，对纸张的需要增长较快，而

新闻出版用纸每年国家分配数均低于需要数，纸厂实际供货数

又低于分配数，因此纸张的供需矛盾十分尖锐。1977年上半

年，纸厂欠交的纸张即达3．8万吨。各省、市、区和北京地区

使用单位的库存纸已基本吃空。由于纸张严重不足，有20多

个省、区的中小学课本都未印足，大部分一般图书只能满足需

要量的20％，各地对此反映非常强烈。 。

1977年8月8日，邓小平同志在科教工作座谈会的讲话

中说到：“现在纸张很紧张，而浪费纸张的现象又很严重，有

些不必印的东西印得过多，该印的东西却不给印。合理安排很

重要。”并提出要把解决纸张问题、出版印刷问题列入国家计

划。

国家出版局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，在解决纸张紧张问题

上着重抓了两件事，一是针对当时书刊重复出版和滥编滥印等

严重浪费现象，于1978年1月12日向国务院上报了《关于克

服书刊内容重复和滥编滥印现象的报告》，除汇报了有关严重

情况外，并提出六点改进建议(1)有关党和国家重要文件、

中央领导同志公开发表的文章、讲话和中央两报一刊的重要文

章，一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，统一供给纸型，分省印刷；各地

为及时配合学习，可加印报纸或出版活页文选，今后报刊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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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不要汇编成书。(2)除《红旗》、《新华月报》外，其他刊

物如无中央通知，不再转载报上已登过的政治文件和社论等文

章。(3)胶版纸着重用在供张贴的领袖像上，不得随意挪用。

(4)党政机关、群众团体、学校和企业、事业单位，不得编印

图书出售。(5)各单位都不得翻印出版的图书，自行定价公开

或内部销售。(6)各地印刷厂不得接受非出版单位复印的图

书，如有必需，须经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或出版行政部

门批准。

国务院于1月30日批准了国家出版局的报告，并将报告

批转全国，要求各省、市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国务院各部委

认真抓一下这个问题，督促有关部门进行一次检查，采取切实

有效措施加以改变。
’

国家出版局抓的第二件事。是在调查研究后，于1977年

10月18日向邓小平、李先念副主席写了《关于新闻出版用纸

·紧张情况的报告》，报告中说：1978年全国新闻出版部门共申

请纸张85．2万吨，轻工业部只能提供56．5万吨，缺口很大。

《报告》提出调整供纸计划，缩短供需差距；安排落实造纸的、

动力和原材料；积极着手改变纸厂管理体制；安排新建项目，

增加纸张生产能力等四点改进建议。10月31日，李先念同志

作了批示，指示国家计委领导增加生产或进口，解决纸张紧张

问题。此后，国家计委、轻工业部分别采取了增加纸张生产和

进口部分纸张、纸浆的措施。

1978年，国家出版局继3月重印35种中外文学作品共用

纸张7000吨之后，又于6月组织北京、上海等7省、市重印

工具书、科技书、少年儿童读物57种，共3200余万册，增拨

纸张6000余吨，于国庆节投放市场。这两批书虽然尽了当时

最大的可能挤出的纸张，印刷的册数之多是多年来未见的，但

仍然只是杯水车薪，发到各地后被一抢而光，没有二种能够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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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书店供应一个短时期。所以读者还是抱怨“书店无书”。这

一时期，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，就是教材的需要有了大幅度

增加。主要有两个原因：一是各院校扩大招生名额，增招走读

生、旁听生、代培生、研究生等，全国新建和恢复了一批大专

院校，他们都需要教材；同时，75、76届在校的工农兵学员，

由于“四人帮”的干扰破坏，几年来既无教材，又没好好学

习，现在急需统编教材发奋自学，这部分需要的数量也很大。

二是社会方面，各地区、厂矿纷纷开办各类业余学校，如电视

大学、业余大学、技校等，提出的教材需要数也相当可观。据

调查，仅大学、中专所需教材用纸即达78万令。由于纸张紧

张，读者普遍需要的图书，一般只能按照需要量的20～30％

来安排印数，有的只能达到需要量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几。有

的出版社反映，如果充分满足供应，一年只出几种书就把全年

分配的纸张全部用光。总之，纸张生产的增长速度是算术级

数，每年仅增长百分之几，而书、报、刊的纸张需要量则是按，

几何级数成倍增长。据全国出版社申报1979年的纸张最低需

要量为60万吨，而全国计划会议核定只能安排47．4万吨，但

是否能按数拿到还是未知数，因十几年来，纸张生产年年完不

成计划，缺口越来越大。 ．

。

随着纸张紧张的矛盾日益突出，印刷紧张的矛盾也跟着困

扰着出版部门。印刷落后的问题，集中在印刷技术落后、印刷

能力不足与经营管理不善三个方面。

1978年5月22日，王匡同志接到中央调他到外交部工作

的通知(后到香港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、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

社长)，国务院任命陈翰伯同志为国家出版局代局长。继任者

首先面对的也是纸张紧张和印刷落后两个最大的难题。
’

1979年1月15日，陈翰伯同志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

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，开门见山地提出：按照党的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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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出版部门要全力以赴地多出书、快出书、

出好书，“而印刷落后和纸张紧张就像两座大山一样挡着我们

的去路。”“要在这两个问题上打个翻身仗，出版工作才能搞上

去。”信中简要地列举了存在的主要问题，而其中有些问题不

是国家出版局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。陈翰伯同志希望能向胡耀

邦同志当面汇报，以便提出建议和听取指示。 、

胡耀邦同志对来信十分重视，不久就召集国家计委、轻工

业部、商业部和国家出版局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，专门商讨解

决纸张紧张的紧迫问题。国家出版局就有关情况和问题及其危

害性作了汇报，并提出改进纸张生产及供应的意见和要求，商

业部也反映学生作业本无纸可印等情况。胡耀邦同志听后明确

指示：教科书用纸必须保证，报纸不可一日缺纸，重要的书刊

也要适当安排出版。此事请国家计委牵头，会同有关生产部门‘

务必设法解决。会后，有关部门采取了措施。在1979年的全

国计划会议上，调整了新闻出版用纸的生产计划，还特地调拨

约1亿美元外汇用于进口纸张和纸浆，使进口纸的数量从

1977年的5万吨、1978年的9万吨，猛增到1979年进口22

万吨。国家出版局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计划用纸、节约用

纸，消除或减少各环节的损耗浪费现象。经过多方面共同努

力，逐渐扭转了被动局面，使纸张紧张的矛盾得到一定的缓

解。

五、恢复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停止执行的稿酬制度
●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稿酬制度被全部取消。批判了

“两个估计”后，新出和重印的书逐渐增多。完全不付作者稿

酬也造成了许多困难。于是，王匡同志决定向中央提出恢复稿

酬制度的建议，国家出版局分别征求了有关部门和部分作者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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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问题的意见，起草了恢复稿酬的办法。

1977年7月17日，一位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到北京石油

学院附中当工宣队后留校任教的同志写信给国务院，说他当工

人时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写了一本《板金工下料基础知识》一书

(37万字，300幅图)，于1976年10月出版后备受欢迎，销路

之广，出人意外。信中说，仅有一样令他伤心：出书后“不仅

没有分文报酬，反而连招待读者费用，给读者复信费用，也得

自己掏腰包。对我一个月薪水仅40．04元的人来说，真不堪负

担。本来我还想再写点东西，可我实在无力再写了。”信中还

说：“全国像我这样情况的人，何止千百?其中大多数碍于

‘法权’不愿多嘴罢了。” “我请求有关部门考虑稿费问题。

⋯⋯有个300元、400元的就基本上能解决作者的夜宵、笔

’墨、制图仪器等问题了。”“现在写书，特别是写技术书的人，

大部分是‘一锤子买卖’。究其原因，多数是因为没有报酬而

力量不足。” 、

国务院信访室将这封来信转到国家出版局处理，经调查

后，了解到《板金工下料基础知识》一书，系建筑工业出版社

出版，共印30万册。作者原是建筑部门搞通风管道的工人，

原有中学文化程度，此书是他和另一位老工人合作编写的。认

为来信所提的问题值得重视，于是将来信全文专门编印了一期

《出版工作情况反映》上报给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人大常委会，

并送国务院有关部委、国务院办公室和北京各大新闻单位。

1977年9月2日，国家出版局向国务院上报了《关于新

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的请示报告》，得到国务院批准，

从1977年10月1日起实行。这个办法的特点是根据作品的质

量和字数一次付酬，对因抽调写稿而减少收入的工农作者，除

稿酬外还给以适当补贴，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按同样标准付

酬。虽然实行的是低稿酬制度(著作稿千字2～7元，翻译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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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字1--5元)，但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稿酬停发了11年的

情况下得以恢复，确是突破了_个禁区，是拨乱反正的一项具

体成果∥ ’
一

六、恢复和加强新版《鲁迅全集》注释出版工作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“四人帮”颠倒黑白，对《鲁迅全

集》的注释横加指责、批判，特别对其中关于30年代“两个

口号”论争的一条注释，向周扬、林默涵同志兴师问罪，大加

挞伐。《鲁迅全集》被封存禁售，在书店中绝迹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1972年，中央通知国务院出版口，说

毛主席要看《鲁迅全集》。通知要用解放后出版的版本排，内

容和注释全不动，印成繁体字竖排、大字、线装本，出一本，

送一本。出版口于3月份安排印刷，共10卷，每卷10个分

册，于4月初出齐。

1972年2月21日，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，周总理

要送他一部《鲁迅全集》作礼品，但《全集》已成为禁书，不

能送外宾，只能送1938年出版的20卷本。经多方寻找，最后

从鲁迅博物馆库存的纪念本中选送了一套。作为国家的文学出

版社，连鲁迅这样的大作家的《全集》都拿不出来，此事使人

民文学出版社深感震惊，更觉得是一种耻辱。考虑新版《全

集》的新注释本出版遥遥无期，因此提出重印1938年版无注

释本的建议，经上报周总理同意后出版。但出版新注释本的

《全集》，仍是出版社的一个强烈愿望，为此作了很多工作并多

次向上级建议，国家出版局也多次就鲁迅著作出版问题写过报

告，但都被姚文元以“待研究”为名搁置下来，又以“以省注

释之繁”为借口，不准对鲁迅著作进行必要的注释。

1975年10月28日，周海婴同志给毛主席写信，信中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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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近年来，我常想到关于鲁迅书信的处置和出版，鲁迅著作的

注释，鲁迅研究工作的进行等方面，有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，

也向有关负责同志提过多次建议，始终没有解决，感到实在不

能再拖下去，只好向您反映，请求您的帮助。”信中提出了几

点建议。

11月1日，毛主席批示：“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。请

将周信印发政治局，并讨论一次，作出决定，立即实行。”

1976年4月23日至5月10日，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召

开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作座谈会，制定了《鲁迅著作注释出版

规划(草案)》，由13个省、市、自治区有关方面分工协作完

成。7月1日，国务院将会议的报告批转各地执行。但由于

“四人帮”的干扰破坏，这一重大出版任务仍然阻力重重，进

展缓慢。毛主席批示下达近两年，新注释鲁迅著作单行本26

本中仅出版了2本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国家出版局在王匡同志主持下，于

1977年9月11日向党中央报送了《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

作的请示报告》。王匡同志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：一是加强

对编选新版《鲁迅全集》的领导，建议请胡乔木同志过问《全

集》的编选工作，掌握方针并对注释中的重大问题加以指导和

审定；将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“四人帮”迫害，现在江西一工

厂劳动的林默涵同志调回北京主持编选工作，并借调冯牧、秦

牧同志来加强原注释工作的班子；约请郭沫若、沈雁冰、周建

人、王冶秋、曹靖华、李何林、杨霁云、周海婴同志担任鲁迅

著作注释工作的顾问。二是确定《全集》收书范围和编选注释

原则，除1958年版《全集》的内容外，拟增人全部书信、日

记，辑录古籍和译文的序跋，以及1958年以来所发现的全部

佚文，并附鲁迅年谱和注释索引于末卷。新版《全集》注释以

1958年版为基础，原注释凡能用的尽量采用，错误的加以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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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，不足的加以增补，繁琐的加以删减，体例不一的加以统

一。总之，力求准确、简明、通俗易懂。

国家出版局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，在胡乔木、林默涵同志

的领导和主持下，鲁迅著作出版工作的进度大大加快，进展顺

利。有注释的增订新版《鲁迅全集》(16卷)终于在1981年

鲁迅诞辰100周年前夕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全书的注释

有2．3万多条，近240万字，比1958年收的《全集》大为增

加。这也是出版工作拨乱反正的一件大事。

七、“迎接少儿读物繁花似锦的春天"

“四人帮”造成的“书荒”严重，少儿读物更是一片荒芜，

引起各方面强烈的反映。1978年5月初，国家出版局邀请北

京、上海、广东等地出版社座谈少儿读物的出版问题。与会同

志反映，目前少儿读物奇缺，必须引起严重注意。1954年团

中央向中央反映少儿读物“奇缺”，那时全国有阅读能力的少

儿是7000万，出版图书400种，而现在少儿已有两亿左右，

1977年仅出版少儿出版物192种。北京出版社出版的《数学

游戏》，王府井书店两小时内就销售了15万册，低幼读物《小

马过河》出售时排队的人山人海，一抢而空。由于少儿读物

少，青少年课外无书可读，不少诲淫诲盗的手抄本流传开来，

严重地毒害着他们。会上还谈到，由于“四人帮”的文化专制

主义，不少人至今心有余悸。如安徒生的《皇帝的新衣》讽刺

说假话，意思很好，儿童也爱看，但被否定了，现在能不能重

印还有些踌躇，怕被人说有“影射”寓意。《龟兔赛跑》故事

家喻户晓，但被批判为“宣扬爬行主义”，至今还不敢重印。

5月28日，国家出版局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召开少

儿读物作家座谈会，全国妇联副主任康克清同志和中宣部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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